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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针对各地网约车政策治理中规制力度设定合理性问题,通过构建网约车政策评价模型,分析比较北京等 6
个城市的网约车政策特征,形成基于 PMC 指数的政策评价框架,借助 PMC 曲面图直观呈现政策文本特点。 研究发

现:网约车政策的规制力度与城市交通拥堵指数及常住人口密度成正比;交通拥堵指数及常住人口密度越高,网约

车政策的规制力度也往往较强;PMC 指数均值体现了政策力度平均水平,研究中 PMC 指数均值为 7郾 43,这一政策

规制力度平均水平反映了政策整体规制力强度;规制力与规制效果之间受到交通拥堵指数和人口密度的约束。 该

研究为网约车市场的治理监管提供了有力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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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共享经济型商业模式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人们的出行方式,从 UBER、Airbnb 到滴滴出行,尽
显新商业模式为人们社会生活带来的高效、便捷、快
速及现代化行为模式。 这些企业的出现在改变原有

出行方式的同时,也为相关行业增加了新的生产关

系,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1]。 同时,也可看到,
新商业模式出现的同时,原有的制度模式也面临着

巨大挑战。 针对目前新旧交通管理制度产生重大冲

突的外部环境,尤其是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专车模

式,其运营身份、监管主体、管理制度均难以适用于

现有的体制,受到国内外交通管理部门的重视[2],
面对这种变化,网约车政策的量化分析与综合评价

就显得十分重要。
为完善网约车行业监管治理,2016 年国家出台

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根
据网约车经营服务特点,中央制定规制框架,地方政

府规定具体标准,充分体现了法理制度自治的进步。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地区具体环境的不同,全面

均衡考虑各方利益需求成为制度设计的主要挑战。
当前,部分网约车活动参与者及舆论媒体均对

地方政府出台的网约车细则表示质疑,认为管理指

标过于严苛,而地方政府又认为其管理指标的设计

符合现状,不损害大部分公众的切身利益。 为解决

以上问题,有效管理网约车市场,探索推进共享经济

监管模式发展,实现分级政府管理体系,地方政府网

约车政策的评价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一、 网约车政策出台的背景

网约车服务主要依托网约车平台进行,依据平

台的业务变化,网约车发展经历了 3 个主要阶段。
网约车平台诞生是网约车发展的第一阶段。

2012—2014 年,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 2 个软件的上

线,标志着中国网约车平台开始进入出租车市场。
提供运营服务的主体仅为出租车司机,因而具有合

法的营运资格,且绕开了出租车公司,平台直接为出

租车司机服务,减少了空乘率,受到出租车司机的追

捧,打车平台得到极大推广。 由于此时提供服务的

仍是具有合法营运资格的出租车驾驶员,政府并未

对此模式进行专门限制。
平台业务快速拓展是网约车发展第二阶段的特

点。 平台对初期单一的盈利模式进行升级,增加了

专车服务和顺风车服务。 2014 年 7 月起,一号专车

和滴滴专车上线,UBER 也正式宣布进入中国市场。
然而,因拓展业务合法性受限,“四方协议冶大幅增

加,监管漏洞凸显。 约车平台与汽车租赁公司、劳务

派遣公司合作,把私家车挂靠在租赁公司名下,再使

车主被劳务派遣公司聘用,形成由软件平台、汽车租

赁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司机共同签订的“四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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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冶。 用户使用软件约车时,平台不仅提供了汽车

租赁服务,同时也提供了司机招募服务。 用户需求

被约车平台有意地分为两项:租车、招募司机,只是

通过“四方协议冶使司机恰好是车主。 这种协议下,
平台绕开了汽车租赁不得配备驾驶人员的管理规

定,同时还使无营运资格的私家车可以开展运输服

务,但对私家车及其车主的监管又存在漏洞且成本

较高,导致乘客安全隐患日益加重,地方政府开始重

视专车治理,这一阶段政府对专车持抵制态度。 例

如,京交运 2014 发布《关于严禁汽车租赁企业为非

法营运提供便利的通知》。
交通部等七部委正式颁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网约车发展进入

第三阶段。 政府确定了网约车服务的合法性,并将

其纳入规制管理,设定了网约车的市场定位。 中央

作了框架性立法,制定了符合改革共识的规制框架;
地方政府则选择是否延续传统出租车管制手段,设
定车辆的具体标准,实施数量规制和价格规制。 由

于多数城市采取的准入门槛极高,网约车市场中

“重资产冶运营的“平台自有车辆 + 平台司机冶模式

发展迅猛,部分传统巡游出租车企业转型成为网约

车平台,以“重资产冶模式参与竞争;而以“轻资产冶
运营的“私家车车主 + 私家车冶模式的打车平台开

始重视增加业务种类,扩大业务范围,涉足公共交通

系统。
网约车业务发展的历程表明,网约车业务拓展

过程中,管理部门也持续关注着网约车行业体现的

问题和发展趋势,从而不断增强管理力度,探索完善

监管理念,为网约车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二、 网约车政策评价的研究现状

关于网约车政策制定必要性的讨论,学者们通

过以下几个分析框架进行了论证。 经济学从“市场

失灵冶角度分析认为,当存在诸如垄断、不完全竞

争、外部性、非对称信息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情况

时,政府必须加以干预[3]。 社会学从新技术社会效

应角度展开分析,认为新技术应用具有行业冲击效

应、“技术绑架冶效应、功能异化效应等多种社会效

应,因此,政府应对网约车市场进行监管[4]。 法理

学认为《行政许可法》第 12 和第 13 条已对政府和

市场的活动边界作出原则性界定,为“互联网 + 冶规
制确定了实定法上的框架[5]。 因此,引入政府监管

机制是网约车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网约车政策评价集中于政策文本分析。

政策评价可分为合理性和有效性 2 个视角。 评价政

策合理性时,通常借助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的评价

模型,直接分析政策文本,从而指导新一轮政策[6];
评价政策有效性时,需要对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

进行跟踪评价,其特点在于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合
理,但消耗成本较高且难以单独剥离出政策影响效

果[7]。 作为一项新政,各地出台的网约车政策未完

全定型且实施效果尚不明显,但政策施行也确实会

对网约车行业产生巨大冲击,因此,现有研究集中于

对政策文本合理性的评价。
多数学者认为网约车政策的合理性有待验

证[8],应取消数量规制[9]。 由于我国采用 “中央—
地方冶两级垂直结构的规制体系,中央与地方立法

系统的合作是实现有效规制的重要基础[10],遗憾的

是多数城市发布的《实施细则》 (含征求意见稿)却
与此初衷背道而驰,部分城市只是依照一线城市标

准制定本市要求,没有真正做到因地制宜[11]。 同

时,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将网约车管理纳入传统出租

车规制路径,而应充分考虑其独特的互联网创新特

性[12鄄13]。
综合上述研究可知,网约车规制势在必行,“中

央—地方冶权限划分清晰的规制体系有利于“互联

网 +传统行业冶的创新发展,这种留有空间的政策

设计也符合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而关于具体城市

出台的网约车政策,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其规制手段

单一,规制力度过强,但相关研究成果较少。 因此,
客观评价各城市网约车政策的合理性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就研究方法而言,政策评价通常采用通过揭示

因果机制来反映政策成功或失败将会产生如何影响

的经典政策评价法[14],利用调查问卷数据构建基于

BP 人工神经网络的政策评价模型[15],模糊综合评

价法、相关性和灰色关联分析法[16] 等复合型方法。
本文运用 PMC 指数模型评价网约车政策规制力度,
并对北京等 6 座城市出台的网约车政策进行比较分

析,将结果绘制成曲面图来直观反映政策差异,扩大

了 PMC 指数模型的应用范围,丰富了政策评价视角

的研究方法。

三、网约车政策评价 PMC 模型的建立

PMC(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指数模型是

由马里奥·阿图罗·鲁伊斯·埃斯特拉达(Mario Artu鄄
ro Ruiz Estrada,以下简称埃斯特拉达)等基于 Omnia
Mobilis 假设提出的[17],其主旨为因为一切都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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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不能忽视或认为某一个相关变量并不重要,
这恰好与其他条件均相同假设的主旨相反。 PMC
模型在选取变量时倾向于全面考虑所有相关的、有
可能的相关变量,这也是其与其他政策评价模型的

最大区别。 借助 PMC 模型,一方面可以分析一项政

策的内部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 PMC 指数模型结

果可以直观反映政策整体评价及各单项的具体情

况。 本文正是基于 PMC 指数模型对 6 座城市的网

约车政策进行评价,模型结果体现了规制政策文本

对于相关项的限制程度,即规制力度。
PMC 指数模型的构建包括 2 个主要步骤:第一

步,建立多投入产出表,通过分类变量、识别参数生

成多投入产出表;第二步,计算 PMC 指数,构建 PMC
曲面,从多维视角展现政策全貌,直观反映政策特

点,确定优化方向。

(一) 多投入产出表

1郾 变量分类及参数识别

本文以网约车政策为研究对象,在参考埃斯特

拉达、耿哲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境适当

调整,确定了模型的一级变量、二级变量和文本问

题。 由于 PMC 指数模型的设计全面考虑了各影响

因素的作用,所以其二级变量数目不限;又因 Omnia
Mobilis 假设事物间保持运动联系的关系,这种关系

是动态且不确定的,所以每个相关变量都是重要的,
即模型中二级变量的权重相同。 在参数识别部分,
PMC 指数模型采取二进制,确保每个二级变量同等

重要。
本文针对网约车政策评价建立 PMC 指标体系(见

表 1),变量设定综合了已有文献中对网约车政策评价

的多种视角,共 10 个一级变量,用 X1 -X10表示。

表 1摇 网约车政策变量设置

编号 一级变量 编号 二级变量 编号 二级变量 来源或依据

X1 政策性质 X1 颐 1 描述 X1 颐 2 建议

X1 颐 3 识别 X1 颐 4 导向
基于张永安等(2015)文章修改[18]

X2 政策功能 X2 颐 1 明确权责 X2 颐 2 规范引导

X2 颐 3 分类监管 X2 颐 4 合作创新

X2 颐 5 联动管理

基于张永安等(2015)文章修改

X3 政策时效 X3 颐 1 过渡期 X3 颐 2 试验区

X3 颐 3 短期 X3 颐 4 中期
基于张永安等(2015)文章修改

X4 市场规范 X4 颐 1 价格机制 X4 颐 2 服务性质

X4 颐 3 税收标准 X4 颐 4 参与者保险

X4 颐 5 报废管理 X4 颐 6 企业制度

基于薛志远(2016)文章修改

X5 社会效益 X5 颐 1 户籍管理 X5 颐 2 信用机制

X5 颐 3 可持续性 X5 颐 4 信息安全
基于陈越峰(2017)及方付建(2015)文章修改

X6 保障措施 X6 颐 1 人才培养 X6 颐 2 数据共享

X6 颐 3 行业自律 X6 颐 4 投资补贴

X6 颐 5 固定场所

基于张永安等(2017) [19]文章修改

X7 监管过程 X7 颐 1 事前 X7 颐 2 事中

X7 颐 3 事后
基于侯登华(2015)文章修改

X8 受体范围 X8 颐 1 行政部门 X8 颐 2 网约车平台

X8 颐 3 驾驶员 X8 颐 4 车辆

X8 颐 5 乘客 X8 颐 6 其他

基于张永安等(2015)文章修改

X9 政策级别 X9 颐 1 国家级 X9 颐 2 地方级

X9 颐 3 其他

X10 文件引用

基于马里奥·阿图罗·鲁伊斯·埃斯特拉达

(2011)文章修改

摇 摇 注:确定网约车政策一级、二级变量后,需要进行参数设定,设定要求参数符合二进制规则,具体表示为:待评政策满足二

级变量,则该二级变量设定为 1;待评政策不满足二级变量,则该二级变量设定为 0。

摇 摇 其中 X1:政策性质用于考察待评政策是否具有

描述性、建议性、识别性和导向性。 X2:政策功能表

示待评政策是否对网约车运营活动具有明确权责、
规范引导、分类监管、合作创新和联动管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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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政策时效分为过渡期、试验区、短期(1 年内)、中
期(2 ~ 5 年)四类。 X4:市场规范考察待评政策是否

对价格机制、服务性质、税收标准、参与者保险、报废

管理和企业制度等 6 个方面内容进行说明。 X5:社
会效益考察待评政策是否从户籍管理、信用机制、可
持续性、信息安全 4 个方面考虑了社会效益。 X6:保
障措施考察待评政策是否在人才培养、数据共享、行
业自律、投资补贴及固定场所等方面提出要求。 X7:
监管过程考察待评政策是否对网约车活动前、中、后
三环节制定了要求。 X8:受体范围分为行政部门、平
台、司机、车辆、乘客及其他参与者作为描述监管对

象。 X9:政策级别分为国家级、地方级及其他。 X10:
文件引用考察待评政策是否引用了其他政策。

2郾 网约车政策多投入产出表

多投入产出表是一套可以包含大量数据并计算

单独变量的数据分析框架。 构建多投入产出表是

PMC 指数计算的前提,多投入产出表中对变量个数

并没有限制,同时长远看来每个二级变量的重要程度

相似,因此,采用二进制形式对变量赋值,以确保这些

二级变量对结果产生同等影响(见表 2)。

表 2摇 多投入产出表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X1 X1 颐 1 X1 颐 2 X1 颐 3 X1 颐 4

X2 X2 颐 1 X2 颐 2 X2 颐 3 X2 颐 4 X2 颐 5

X3 X3 颐 1 X3 颐 2 X3 颐 3 X3 颐 4

X4 X4 颐 1 X4 颐 2 X4 颐 3 X4 颐 4 X4 颐 5 X4 颐 6

X5 X5 颐 1 X5 颐 2 X5 颐 3 X5 颐 4

X6 X6 颐 1 X6 颐 2 X6 颐 3 X6 颐 4 X6 颐 5

X7 X7 颐 1 X7 颐 2 X7 颐 3

X8 X8 颐 1 X8 颐 2 X8 颐 3 X8 颐 4 X8 颐 5 X8 颐 6

X9 X9 颐 1 X9 颐 2 X9 颐 3

X10

(二)PMC 指数计算

1郾 PMC 指数计算方法

根据埃斯特拉达的研究,通过以下 4 步可以计

算 PMC 指数:第 1 步,确定一级变量和二级变量,得
出多投入产出表(见表 2);第 2 步,根据公式(1)和
公式(2)计算二级变量;第 3 步,根据公式(3)计算

各一级变量;第 4 步,根据公式(4)对一级变量分值

加总计算待评政策的 PMC 指数。
X ~ N[0,1] (1)

X = {XR:[0 ~ 1]} (2)

X (t 移
n

j = 1

X tj

T(X tj
)) 摇 t = 1,2,3,4,5,… (3)

式(3)中,t =一级变量,j =二级变量

[PMC = X (1 移
4

i = 1

X1i )4 + X (2 移
5

j = 1

X2j )5 +

X (3 移
4

k = 1

X3k )4 + X (4 移
5

l = 1

X4l )5 +

X (5 移
6

m = 1

X5m )6 + X (6 移
5

n = 1

X6n )5 +

X (7 移
3

p = 1

X7p )3 + X (8 移
5

q = 1

X8q )5 +

X (9 移
3

r = 1

X9r )3 + X ]10 (4)

根据 PMC 指数分值对网约车政策作出评价,作
为规制政策,PMC 得分体现了政策规制力度,评价

标准见表 3。

表 3摇 PMC 指数评分等级

分值 10 ~ 8 7郾 99 ~ 7 6郾 99 ~ 5 4郾 99 ~ 0

规制力度 强 较强 中 弱

摇 摇 2郾 网约车政策评价

截至 2017 年 3 月,据交通部统计,全国已有 73
个城市发布网约车政策,“中央—地方冶两级立法结

构以“一城一策冶形式体现。 按照 2014 年国务院发

布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21],结合政策公布情况,本
文选取 6 个城市的网约车政策作为样本(见表 4),
根据 PMC 模型得出 6 项政策的多投入产出表,然后

计算各项政策的 PMC 指数,并以一级变量均值为参

考进行比较(见表 5)。
(三) 构建 PMC 曲面

1郾 PMC 曲面构建方法

PMC 曲面是对 PMC 指数的可视化处理,通过

矩阵转换,使模型结果更为直观。 本研究涉及 10 个

一级变量,其中一级变量 X10无二级变量且 6 项待评

政策均符合该项,考虑到矩阵的对称性和 PMC 曲面

的平衡性,剔除变量 X10,形成适于本研究的 PMC 三

阶矩阵,PMC 曲面计算参见式(5)。

PMC =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9

(5)

2郾 PMC 曲面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过程得出 6 座城市网约车政策的

PMC 指数,表 6 是各项政策的 PMC 曲面,利用 Mat鄄
lab 绘制 6 项政策的 PMC 曲面,如图 1 -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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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网约车政策样本

序号 城市类别 名称 发文字号 发布日期

1 超大城市 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京交文[2016]216 号 2016 年 12 月 21 日

2 超大城市 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48 号 2016 年 12 月 21 日

3 超大城市 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44 号 2016 年 11 月 18 日

4 特大城市 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暂行办法 宁政规字[2017]1 号 2017 年 01 月 19 日

5 超大城市 重庆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09 号 2016 年 11 月 04 日

6 大城市 兰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兰政办发[2017]68 号 2017 年 03 月 24 日

摇 摇 数据来源:地方政府网站、地方交通委员会网站。

表 5摇 各项网约车政策的 PMC 指数

对比项 P1 P2 P3 P4 P5 P6 均值

(X1)政策性质 1郾 00 0郾 75 0郾 75 0郾 50 0郾 75 0郾 50 0郾 71

(X2)政策功能 1郾 00 0郾 60 1郾 00 0郾 60 0郾 80 0郾 60 0郾 77

(X3)政策时效 0郾 25 0郾 25 0郾 50 0郾 50 0郾 50 0郾 50 0郾 42

(X4)市场规范 1郾 00 0郾 83 0郾 83 1郾 00 1郾 00 1郾 00 0郾 94

(X5)社会效益 1郾 00 1郾 00 0郾 50 0郾 75 0郾 50 0郾 50 0郾 71

(X6)保障措施 0郾 80 0郾 60 0郾 60 0郾 60 0郾 80 0郾 60 0郾 67

(X7)监管过程 1郾 00 1郾 00 1郾 00 1郾 00 1郾 00 1郾 00 1郾 00

(X8)受体范围 1郾 00 0郾 83 1郾 00 0郾 67 1郾 00 0郾 83 0郾 89

(X9)政策级别 0郾 33 0郾 33 0郾 33 0郾 33 0郾 33 0郾 33 0郾 33

(X10)文件引用 1郾 00 1郾 00 1郾 00 1郾 00 1郾 00 1郾 00 1郾 00

PMC 指数 8郾 38 7郾 20 7郾 52 6郾 95 7郾 68 6郾 87 7郾 43

规制力度 强 较强 较强 中 较强 中 较强

表 6摇 各项网约车政策的 PMC 曲面

P1 =
1郾 00 1郾 00 0郾 25
1郾 00 1郾 00 0郾 80

æ

è

ç
ç

ö

ø

÷
÷

1郾 00 1郾 00 0郾 33
P2 =

0郾 75 0郾 60 0郾 25
0郾 83 1郾 00 0郾 60

æ

è

ç
ç

ö

ø

÷
÷

1郾 00 0郾 83 0郾 33
P3 =

0郾 75 1郾 00 0郾 50
0郾 83 0郾 50 0郾 60

æ

è

ç
ç

ö

ø

÷
÷

1郾 00 1郾 00 0郾 33

P4 =
0郾 50 0郾 60 0郾 50
1郾 00 0郾 75 0郾 60

æ

è

ç
ç

ö

ø

÷
÷

1郾 00 0郾 67 0郾 33
P5 =

0郾 75 0郾 80 0郾 50
1郾 00 0郾 50 0郾 80

æ

è

ç
ç

ö

ø

÷
÷

1郾 00 1郾 00 0郾 33
P6 =

0郾 50 0郾 60 0郾 50
1郾 00 0郾 50 0郾 60

æ

è

ç
ç

ö

ø

÷
÷

1郾 00 0郾 83 0郾 33

摇 摇 依据 PMC 指数及 PMC 曲面的数据结果,待评

的 6 项政策规制力度均在中等以上,图 1 - 6 清晰反

映了这些政策各一级变量的情况。 整体而言,所有

待评政策的一级变量中 X4 市场规范、X7 监管过程

和 X10文件引用的平均值较高,说明中国地方网约车

政策的制定遵循一定法律依据,市场规范性较强,对
其运营的全过程进行监管,全面提升了网约车市场

的安全性,有利于保障多方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相

比之下,X3 政策时效和 X6 保障措施的分值略低,这
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对网约车政策的制定实施尚处于

试验阶段,多城公布的为暂行办法或试行政策;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当前网约车政策约束力较强,而激励

因素较少的现象。

四、网约车政策特点分析

网约车政策的制定与评价应当根据城市战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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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政策 P1(北京)的 PMC 曲面
摇

图 2摇 政策 P2(上海)的 PMC 曲面
摇

图 3摇 政策 P3(广州)的 PMC 曲面
摇

位,综合考虑地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

通拥堵状况、空气质量状况、出租汽车数量等因素,
国家层面的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于 2016 年 7 月公

布,同年 11 月起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实施细则或管

理(暂行)办法,基于此,本文选取 2016 年常住人口

密度、高峰拥堵延时指数(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2
个维度进行相关性研究,然后分析具体城市的网约

车政策特点。

图 4摇 政策 P4(南京)的 PMC 曲面
摇

图 5摇 政策 P5(重庆)的 PMC 曲面
摇

图 6摇 政策 P6(兰州)的 PMC 曲面
摇

(一)相关性分析

皮尔逊相关系数广泛用于度量 2 个变量之间的

相关程度,定义为 2 个变量之间的协方差和标准差

的商,见式(6):

籽X,Y = cov(X,Y)
滓X滓Y

=
E[(X - 滋X)(Y - 滋Y)]

滓X滓Y
(6)

皮尔逊相关系数介于 - 1 ~ 1,相关系数的绝对

值越大,相关性越强;相关系数越接近于 0,相关性

越弱(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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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摇 皮尔逊相关系数分类

皮尔逊相关系数

负 正
相关性

- 0郾 09 ~ 0 0 ~ 0郾 09 无

- 0郾 3 ~ - 0郾 1 0郾 1 ~ 0郾 3 弱

- 0郾 5 ~ - 0郾 3 0郾 3 ~ 0郾 5 中

- 1郾 0 ~ - 0郾 5 0郾 5 ~ 1郾 0 强

摇 摇 通过代入相关数据计算得出,PMC 指数与高峰

拥堵延时指数的皮尔逊系数 r = 0郾 95,显著性水平

p = 0郾 003。 PMC 指数与常住人口密度的皮尔逊系

数 r = 0郾 43,显著性水平 p = 0郾 031。
PMC 指数与高峰拥堵延时指数、常住人口密度

呈正相关关系,相关性较强。
(二)网约车政策特点分析

由相关性分析结论可知,人口密度、交通拥堵指

数均会对 PMC 数值产生较大影响。 下面将以本文

选取的 6 个具体城市为例进行详细说明,分别获取

其人口密度和交通拥堵指数信息,结合上文第三节

计算出的相应城市的 PMC 指数,并针对该气泡图分

析网约车政策的特点,以气泡图的形式展示三者关

系(见图 7)。

图 7摇 网约车政策制定背景与 PMC 指数结果

注:均为 2016 年数据。 “PMC 指数冶为气泡图面积。 坐标轴值为中国 23 个省会城市

(除海口和中国台北)、4 个直辖市有关数据均值(限于篇幅不再展示)。
摇

摇 摇 本文选择的 6 项城市政策样本恰好分布在图 7
的 4 个象限中,根据 PMC 指数模型结果,结合政策

制定背景对这 6 座城市的网约车政策进行评价。
政策 P1 (北京)、政策 P2 (上海)、政策 P3 (广

州)位于第一象限,交通拥堵且人口密度高,其中北

京市最为拥堵,而政策 P1 (北京) 的 PMC 指数为

8郾 38,在 6 项被评政策中得分最高,规制力度为强;
上海市的常住人口密度最大,政策 P2 (上海) 的

PMC 指数为 7郾 20,规制力度为较强;政策 P3(广州)
的 PMC 指数为 7郾 52,规制力度为较强。

政策 P1 除了变量 X3 政策时效的得分低于均值

外,其余各项均大于或等于均值,因此,政策完善可

以从 2 个方面入手:设立试验区,为调研论证奠定基

础;或者在其他方面调整政策手段,适当降低整体规

制力度。
政策 P2 中变量 X2 政策功能与其他政策相差较

大,再通过表 5 可知,二级变量中 X2 颐 3分类监管得

分为 0,说明该市对网约车运营的 2 种模式进行统

一监管,不区分车辆所有者是组织还是个人,完善政

策时可以与实行分类监管的同象限其他城市对比执

行效果,确定改进方向。
政策 P3 中变量 X5 社会效益的分值明显小于

P1、P2 的该项分值,由表 5 可知,二级变量 X5 颐 1户籍

管理得分为 0,说明该市并未采用严格的户籍管理

手段,在户籍准入限制饱受诟病的舆论环境下,该市

为同象限其他城市网约车政策完善提供参考。
政策 P5(重庆)位于第二象限,拥堵明显但人口

密度不高,其 PMC 指数为 7郾 68,规制力度为较强,
从单项指数看,除变量 X5 社会效益外,其余各项均

高于均值,由表 5 可知,该一级变量下 X5 颐 3可持续

性得分为 0,因此,完善该项政策时可以提高相应环

保要求。
政策 P6(兰州)位于第三象限,交通相对畅通且

人口密度不高,其 PMC 指数为 6郾 87,在 6 项政策中

15



2018 年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数值最小,规制力度为中,若需提高其规制力度,可
以从低于均值的一级变量 X2 政策功能和 X6 保障措

施入手调整政策。
政策 P4(南京)位于第四象限,常住人口密度高

但交通相对畅通,政策 P4 的 PMC 指数为 6郾 95,规制

力度为中。 与 6 项政策均值相比,X1 政策性质、X2

政策功能、X6 保障措施这 3 个变量的数值存在差

异,后期根据政策实施效果,可以提高或降低同象限

内各城市的网约车政策规制力度。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网约车的规制力度与交通拥堵指数、人口密度

成正比。 交通拥堵指数,人口密度越高网约车的规

制力度往往也较强。 PMC 指数均值体现了政策力

度平均水平,本文研究 PMC 指数均值为 7郾 43,这一

政策力度平均水平反映出现行政策的规制力强度。
规制力与规制效果之间受到交通拥堵指数和人口密

度的约束。 所以,规制力的效果要在交通拥堵指数

和人口密度当中形成均衡。 强规制类型的政策优化

可以从 2 个方面入手:设立试验区,为调研论证奠定

基础;或者在其他方面调整政策手段,适当降低整体

规制力度。 较强规制类型的政策调整可以与实行分

类监管的同象限其他城市对比执行效果,确定改进

方向。 弱规制类型的政策完善可以从低于均值的一

级变量中,如政策功能、保障措施入手调整政策。
运用 PMC 指数模型评价网约车政策的意义在

于:通过 PMC 曲面与多投入产出表,可以快速定位

被评政策得分差异的具体表现,突出政策文本特点。
模型中一级、二级指标的具体得分为后期政策优化

指明方向,同时也可以借助 PMC 模型对尚处制定阶

段的政策进行设计检验,从多方面评价政策文本的

合理性。
本文运用 PMC 指数模型对中国网约车政策进

行定量评价,并选取了 6 座城市出台的网约车政策

进行实证研究,通过 PMC 指数和 PMC 曲面图清晰

展示了政策特点,评价政策文本的一致性、完整性,
其中变量确定仍是研究的重点、难点,变量维度与延

展度可以作为后期研究的切入点,可以着重考虑将

政策实施后的实际效果作为研究变量。 对于以网约

车为代表的这类“互联网 + 冶行业的治理监管,社会

各界都应持谨慎态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下一步

的研究可以运用 PMC 模型比较国内外各城市的网

约车政策,分析具体城市特点与 PMC 指数间的关

系,也可以尝试综合运用其他方法,如网络爬虫软

件、大数据研究方法等,分析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相

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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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Local Ride鄄hailing Policy

ZHANG Yong忆an, YIXI Zhuoma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rationality of regulatory intensity about the local Ride鄄hailing Policy,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PMC鄄Index model and then realized the evalu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wards Beijing
and other six cities忆 policies to ride鄄hailing services based on their PMC鄄Index and visualized policy
textual features through PMC surface char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gulatory intensity is proportional
to traffic congestion index and population density, the higher the traffic congestion index and population
density, the regulatory intensity of the policy is often stronger. The average PMC index reflects the
average level of policy efforts. In this study, the average PMC index is 7郾 43 which reflects the strength of
the overall regulatory power of the policy. Constraints between regulatory intensity and regulatory effects
are constrained by traffic congestion index and population density.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powerful
decision鄄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ride鄄hailing market.
Key words: sharing economy; ride鄄hailing policy; policy quantification; PMC鄄index model; regulatory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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